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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伟

刚过小满几日，陶德麟先生去世的消息如同
武汉闷热天气一般让人感到窒息，武汉大学哲学
学院的师生们无不悲痛。

是夜，一场暴雨不期而至，倾泻在珞珈山郁郁
葱葱的树木丛中，仿佛苍天挥泪，送别这位学问
大家。

他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
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最有影响的
前辈学人之一。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中国人
民听得懂的话，是他一生的追求。

1978 年，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投入反对“两
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在克服重重阻挠后应邀参加
全国真理标准讨论会并作大会发言。

他发表系列论文，系统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批驳“两个凡是”，在学界内外产生重
大影响，为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做出了突出的
理论贡献。

他强调“不拘一格育人才”，培养学生必须使
他们各有特点、各展所长、千姿百态、群星灿烂。凡
和他交往的人，无不称赞其大师风范、宽仁大度、
高风亮节、平易近人。在他的身上，展现着一位优
秀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他是武汉大学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
他是航行于浩渺无际的真理海洋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舵手。

5 月 24 日，陶德麟先生因病在武汉去世，享
年 89 岁，珞珈山上痛失一位智慧长者。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名学生，还在学习的过
程中，从来不觉得有重任在肩。直到陶老师病重，
才感到自己还有一份责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
授何萍是陶德麟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1988 年毕
业之后留校任教，一直在陶德麟身边工作和学习，
已有 30 多年。

何萍告诉记者，陶老师身体一直都很康健，经
常通宵达旦写作，直到近五年患上慢阻肺后，才有
了住院治疗的历史。何萍原准备元旦后去医院探
望陶老师。可是，新冠疫情的到来，让她无法成行，
只与老师微信视频过几次。

何萍说，陶老师乐观积极，这次新冠疫情来
袭，老师在医院里也很关心战“疫”进展。当他得知
全国的疫情特别是武汉的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时，非常高兴。3 月 18 日，陶老师在学院群里发了
一段自拍视频。

“亲人们，在这次抗击凶恶的新病毒的时候，
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大获全胜啊，人人都是胜
利者。”在视频里，这位 89 岁的老人像一名不屈的
战士，满面笑容、一脸坚定。

陶老师去世的噩耗传来，在悲痛之余，何萍向
记者回忆起去年 8 月 2 日、3 日的两次面谈经历，
“没想到这竟成了陶老师留给我的一份珍贵的学
术遗嘱。”何萍说。

去年 8 月 2 日上午，何萍到陶老师家中汇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丛书》出版的事宜，
当时陶老师尽管在吸氧，但是头脑清晰。交谈之
中，两人谈到学术界对 20世纪 50 年代马克思主
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一些误解。关于 20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
科书这一段历史，如果再不清理出来，就再也无法
还原它的真相。

两人都认为现在的青年学者接受的都是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观念，是把马克思
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简单地等同于苏联马克思主
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观念。这种观念阻碍了青年
学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

第二天，陶德麟再次叫何萍来到家中，明确提
出希望何萍能够将这段历史清理出来，给日后人们
科学合理地评价这段历史提供事实依据。

“就在那一瞬间，我有了一种使命感。”何萍说，
当时自己赶快打开笔记本，准备记录，同时拿出手
机进行录音。陶老师一边吸氧，一边讲述编写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缘起、主导思想及编
写过程，讲述当时的各种思想争论，以及成书的情
况，并提供了搜集资料的线索。

何萍回忆，当时，陶老师一口气讲了近两个小
时。老先生头脑冷静清晰，对文本熟稔于心，对历
史信手拈来，令人敬佩。

何萍与同事李维武两人一起为陶德麟先生写
了一副挽联，以表达哀思，也是对先生一生工作的
写照：“读实践论释实践论在实践论中发现哲学真
理，讲中国化写中国化在中国化中阐明马列主义。”

在武大哲学学院副院长李佃来看来，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是陶德麟先生一生的追求，他始
终致力于以清楚明晰的语言表述复杂的哲学问题，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中国人民听得懂的话。

思深行范、追寻真理

一生追寻真理，矢志要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

话，著作等身，影响深远。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界对陶德麟先生的一致评价。

武汉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年过九旬的朱传
棨，用手机微信发给记者一篇文章，悼念“共历风
霜，情同手足”的老友陶德麟。老先生用电脑一个
字一个字敲出全文，饱含深情地回忆自己与陶德
麟的一生交集。

朱传棨写道，陶德麟在年轻时就为坚持马克
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科学性，勇于批评权威的片面
性。记得 1956 年初，在《哲学研究》上看到陶德麟
批评苏联哲学权威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
辞典》的文章，让朱传棨感触很大，并深深记住了
陶德麟这个大名。

朱传棨回忆说，当时我国在各行各业请苏联
专家做指导的形势下，25 岁的陶德麟敢于公开发
表文章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苏联科学
院院士，少年意气风发，一时引人注目。

在朱传棨看来，陶德麟毕生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化研究，既作为人类谋幸福的科学真理去
追求，又作为党的重大事业去研究，他对马克思主
义做到了真信、真学和真用的要求。

陶德麟作为李达的学术研究助手，不仅执笔
完成了《唯物辩证法大纲》的写作和出版，也协助
李达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
原则，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基础理论研究与重大
现实问题研究并重的学术研究传统和踏实的优良
学风。

风云激荡，历史转折的关头，总不乏勇敢站出
来的英雄人物。

197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邀请陶
德麟出席《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论研讨
会。陶德麟与朱传棨一同赴北京参加研讨会。

朱传棨告诉记者，在小组讨论中，两人还向新
华社记者谈了毛泽东给李达的三封信的内容。为
保证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三封信在《哲学研究》上刊
出，两人还做了一些排除干扰的工作，可以说，在
这场彻底批判两个“凡是”、实现理论上拨乱反正
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陶德麟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到武汉后，陶德麟受邀参与全省关于真理
实践标准的大讨论，还撰文解答“唯一”的疑难。当
时，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基本接受，但
对“唯一”二字仍有疑问。《哲学研究》主编同朱传
棨商议，请陶德麟撰文解答。这样，陶德麟下了很
大功夫写出《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哲学研
究》1981 年第 1 期发表后，学界一致认为，陶德麟
的文章从理论上彻底解答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
的疑难。

自此，47 岁的陶德麟，从学理上有力批驳
了“两个凡是”，为破除思想迷信、澄清理论是非
做出了突出贡献，以 1978 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中
的“实践派”，蜚声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界。

陶德麟敢于追求真理、勇于发声，也与他青
年时代曾长期担任李达的学术助手有关。他对
李达的有关著述和思想有着独到而深刻的体悟
和理解，而李达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做
出重大贡献，曾写下代表作《〈实践论〉解说》

《〈矛盾论〉解说》，曾被毛泽东赞誉为“极好”，早
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典。

现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
究员李维武认为，陶德麟在李达思想影响下，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开始向干部群众作包括
讲解《实践论》在内的哲学辅导报告，形成了自
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阐释方式。陶德麟
的《〈实践论〉浅释》，就是他在半个多世纪里从
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的结晶。

“解释性的通俗读物，既要注意学理阐述的
精确性，不能违背原文的本意、有损原文的理论
深度，尤其不能为了片面追求通俗而陷于庸俗；
又要注意行文的晓畅生动，力戒艰深晦涩，使广
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易于看懂，乐于接受。”这是
陶德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通俗化阐释的
基本原则。

朱传棨说，综观陶德麟在不同时期研究的
课题和学术成果，都富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
感，都是回答当时理论研讨中的诘难问题和理
论原则是非不清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具有一般
意义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而且直接推动了
理论研究的进展，巩固和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成果，使之成为现实实践和人们行动的
向导。

作为何萍的学生，李佃来告诉记者，回忆起
“师爷”陶先生，老先生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
文本熟稔在心，对问题的把握更是深刻，还特别
注重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情况来把握问题。陶先
生写了不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强调讲
马克思主义语言不应晦涩，要多用自己的语言，

他特别反对教条晦涩。
陶德麟先生的学生们都受到他的影响，因

为陶德麟反复强调良好学风和文风的重要性。
哲学是从“地上”升到“天上”的，我们应当

让她从“天上”回到“地上”来。这是陶德麟给学
生——汉江师范学院院长杨鲜兰留下深刻印象
的一句话。

陶德麟告诉杨鲜兰，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
“哲学味”，而把哲学论文写得艰深晦涩，让人看
了不知所云。一篇文章有没有“哲学味”，在于文
章论述的是不是哲学问题，有没有哲学思想，而
不在于文字上是否艰深难解。

宗师典范，谦谦君子

李佃来曾经为生病后的陶德麟送过三年书
信，多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让李佃来对老先
生有了更多的观察。在李佃来看来，任何一个和
老先生第一次接触的人，都很诧异这位大学者
竟然一点儿也不高冷，而是非常平易近人。陶德
麟会认真询问每一位新同事，哪怕是会议上遇
到的一个新人，都会认真记下他的名字。

“80 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周可，自
从孩子出生后，每次去陶先生家，老先生都会关
切地询问宝宝的生长发育情况，还颇有兴趣地
谈起自己小时候的情形。

周可感慨地说，陶先生常说时下的评价体
系给了年轻人太大的压力，逼得他们铆足劲早
出成果、多出成果。所以，每次周可帮他解决电
脑方面的小问题时，陶先生总是满怀歉意，觉得
占用了周可太多时间。

朱传棨至今记得 1958 年 8 月从北京大学
来武汉大学报到后与陶德麟初次会面的情景。
陶德麟年过八旬，还能说出两人初次会面时，朱
传棨穿的衣服颜色和式样。

在“文化大革命”中，陶德麟受到不公正的
待遇，他蹲过牛棚、当过猪倌、做过炊事员，甚至
遭受过错误的批斗。后来，他走上武汉大学主要
领导岗位，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对“整”过
他的人打击报复。相反，他经常“以德报怨”，关
心和帮助“整”他的人以及他们子女的学习和
工作。

“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武汉大学校训，
就是陶德麟担任校长时拟定的。在担任武汉大
学校长期间，他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克服各种困
难，在教学、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和后勤管理等
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武汉大学后来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许正是年轻时的丰富经历，更加促成陶
德麟成为一名无比坚强的人、一个很有定力的
人。无论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下，他都有一颗坚强
乐观的心。

朱传棨说，陶德麟年近古稀仍抓时间苦读
苦学的精神，令人起敬。在理论研究上，他从不
吃“老本”，总是与时俱进充实新内容，而且还积
极涉猎和关注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进展。

1986 年底，朱传棨和陶德麟一同乘火车去
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陶德麟因乘火车睡不着
觉，就取出小本子背诵英语单词，为适应开展国
际学术交流，他硬是在短时间内恢复和提高了
英语水平。在一次“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研讨
会”上，他以清晰流利的口语做了题为《加强马
克思主义的国际交流》的主题演讲，受到与会的
美国、英国、意大利、以色列、日本等国家的学者
们的称赞。

杨鲜兰至今保存着一张导师陶德麟先生手
写的便条。

原来，有一次杨鲜兰约好要到导师家里汇
报学习情况，但老师临时有事，又无法及时联
系，陶德麟就用毛笔写了一张便条让师母转给
杨鲜兰。导师用语精练，书法漂亮，那也是杨鲜
兰第一次见到陶先生的字。

后来杨鲜兰读了老师的一本题为《学步履
痕》的著作，才明白老师语言、文字、文章功力的
厚重积累。

在李佃来看来，陶德麟不仅古文、书法、诗
歌有功底，还会自拉弹唱京戏，更是一位不排斥
新鲜事物的老人，80多岁依然勤奋，用电脑打
字，笔耕不辍。“古人说‘不知老之将至’，我是明
知‘老之已至’，但有生之年不敢懈怠而已。”陶
德麟曾经笑言。

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郭继
海，对导师陶德麟作为教育家把学生放在第一
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印象最深。

晚年的陶德麟曾经自谦写道，“我深感自己
是个平庸的探索者，在浩瀚无际的哲学大海里
乘桴而行。而今垂垂老矣，还常常自觉如童稚之
无知。然而我并不怨悔。”

陶熔鼓铸，德厚流光，麟角凤皇。一代宗师，
乘桴远去，却留下无尽光芒。

让哲学回到“地上”，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追忆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教授

▲陶德麟先生一生笔耕不辍。 （图片由武汉大学提供）
▲陶先生诗作手迹。

（上接 13 版）20世纪 80 年代前，东海地区不
少灯塔归海军管理。尽管没有“战舰”，但悠扬旋律
中浓浓的海上家国情怀，却深深感染着叶家人。

叶静虎的同事李金星说，大部分灯塔工往往
有三个家——岸上一个“家”，“家”里住着亲人；岛
上一个“家”，“家”里有着灯塔；心中还有个“家”，
那个“家”里装着的，则是灯塔照亮的万里祖国
海疆。不过，这三个“家”往往并不能同时兼顾。守
塔工的一生，都需要在这道终极选择题前取舍。

1971 年春节，叶中央让岛上其他职工下岛回
家与亲人团聚，自己选择留下看守灯塔。妻子盼夫
心切，带着女儿坐船上岛。不料途中遇上大浪，妻子
与小女儿双双遇难；22 年后，叶中央的第二任妻子
不幸患上直肠癌，住进医院，需要陪护，然而此时正
是全国交通系统航标大保养期间，岛上工作人手不
够，叶中央思前想后，最终还是没有提前下岛。

在女儿眼中，叶中央似乎有几分“不近人情”。
1988 年，叶中央的女儿面临生产需要人照顾，虽
然知道父亲守岛时的脾气，但她还是试着写了一
封信托人带到岛上。叶中央看完信，一想到他一走
灯塔就没了“当家人”，反手又把信默默地锁进了
抽屉里。

“外人难以体会我父亲对守塔工作的感情。‘人
在灯亮’，这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信条。”叶静虎说。

1986 年夏。白节岛。台风过境，狂风呼啸，暴
雨倾盆。

46 岁的叶中央此时早已见惯了大风大浪。窗
外的电闪雷鸣他浑然不惧，唯一担心的，还是灯塔。

在 20世纪 80 年代，白节岛灯塔尚未应用电
子旋转设备，灯器正常运作需要依靠人工每隔一
小时操作手摇装置提供机械动力，业内称之为“上
弦”。然而，风力太大，一般人几乎无法步行靠近灯
塔。怎么办？叶中央踌躇之间，同事来提醒，“上弦”
的时间到了。

“我去！”叶中央说。
凭借丰富的岛上生活经验，叶中央一眼就挑

出了前往灯塔最背风的那条路径，然而，刚挪动两
步就被台风吹得直打趔趄。叶中央马上蹲下身子，
用最减少受风面积的匍匐姿态爬行前往灯塔。短
短 20 来米的路，叶中央爬了十多分钟。
事后，叶中央说，那次“还不错”，没有被台风

“老爷”请进大海里去。
对于叶静虎和叶超群而言，他们在成为灯塔

工之前，本可以有其他的人生道路可选择。1984
年，叶静虎在建筑公司开拖拉机，收入是父亲的两
倍有余。而叶超群上学时的专业是人力资源，原本
想跳出家里“守塔人”的职业圈。

然而，兜兜转转，二人都还是最终接过了五代
相传的职业接力棒。

“没办法，总觉得还是‘放不下’。”叶静虎说，
他放不下父亲，放不下从小心心念念的大海。“就
像我父亲当时说的，‘灯塔充满了召唤的力量，那

种力量让人对它产生入骨入心的爱。’你没办法，
你只有奔向它。”

1987 年，原交通部部长钱永昌在给白节灯塔
职工们的慰问信中写道：“特别是灯塔主任叶中央
同志……祖父、父亲、自己和儿子都热爱航标工
作，坚守灯塔岗位。他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的优良
传统，又为新一代做出了好样子……这种献身精
神实在值得敬佩。”

如今，80 岁的叶中央早已从工作岗位上退
休，叶静虎也转到了宁波航标处后勤岗位上工作。
叶超群的工作地点，转到了离甬江入海口不远的
七里屿岛。

登上七里屿岛山顶，一根十余米高的国旗杆
遥遥在目，一抹鲜艳的红色在海天交接的碧蓝晴
空下分外耀眼。

而在不远处，传来了叶超群手机里播放的小
提琴曲——《我爱你，中国》。

永远有一束光，为渔民照亮归途

生在那个岛上，是你一辈子的荣耀。

——电影《灯塔世家》台词

1997 年，宋江波导演的电影《灯塔世家》在

全国上映。电影中四代灯塔工齐家的原型就是
叶家。一时间，海岛守塔人平凡、勇敢、屹立在
祖国海疆的坚韧形象感动了全国无数观众。

尽管故事不同，情节不同，人物名称不同，
但叶家人觉得，“生在那个岛上，是你一辈子的
荣耀”说出了守塔人的心声。

2020 年春节前，记者跟随补给船来到七里
屿岛，发现船上比平时多带了不少粮油、蔬菜和
肉类。一问才知道，原来今年叶超群要和同事们
一起在岛上过年。“每年都会有人要在岛上守岁
的，今年轮到我而已。”叶超群说。

没有爆竹，没有焰火，2020 年除夕之夜，叶
超群和同事们一起下厨，简单围在一起吃了几
个家常菜，倒了一小杯平时不太舍得喝的红酒，
这年就算过去了。到了晚上，灯塔的例行检查还
是照样进行。

“现在岛上的生活条件和以前比已经好了
太多，装了电视，装了空调，既有手机信号也有
网络。”叶超群说，他偶尔还可以和妻子与刚出
世不久的孩子通通语音电话，聊聊视频。“要是
在我父亲那会儿，一到大年三十，他只能独自
望着大海尽头那隐约可见的点点星光出神。”

在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各地扩散蔓延时，
由于外地同事路途受阻无法赶到，叶超群比平
时更加忙碌，一个人在岛上做了更多的工作。
“其实海岛环境倒是对防疫形成了‘天然屏障’，

加上政府的防控快速有力，我们倒不太担心自
身的安全，只盼着‘非常时期’赶快过去。”叶超
群说。

在电影《灯塔世家》中，齐家第四代守塔人
灯儿在中秋之夜向父亲的同事憧憬着灯塔工作
的未来图景：“叔叔们，你们就等着吧。电脑有
了，卫星有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回到岸上
去，坐在电控室里用电脑导航，而海岛将成为人
们参观旅游的景点。”

灯塔的未来，向何处去？灯塔工的未来，向
何处去？叶超群觉得，技术发展与时代进步既会
让灯塔工“改变”，也会让灯塔工“不变”。

“先前有人说过，‘轻量化’是灯塔工工作
的一个趋势。”叶超群说，科技可能会改变守塔
的日常状态，“维护”将比“守护”占有更重的分
量。这一代守塔人和上一代相比，连续上岛的
时间已经少了很多，以后可能会更少，这对于
灯塔工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种“解放”。

宁波航标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未来的
守塔人，守护的不仅是“塔”，更是与塔相伴的机
器。传统意义上“守塔人”的概念或许会发生变
化，这实际上也是对这个群体提出的更高要求。

“但是，在无尽的洋面上，永远要有一束光
为渔民照亮‘归来’的路。”叶超群说。

“而我们，就是那群为海上漂客归来引路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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